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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新编增订本前面  

龚育之

这本书，是一九九六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新编增订本。所谓增订，就是较之原

书，增加了自那以后到二○○四年间的文章十五篇，保留了原书中的十八篇（删去五篇）。所谓新编，就是把

原书的两大部分，重新编辑为三辑：第一辑讲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在苏联、在北大的历史，为历史篇；第二

辑讲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论述，为毛邓篇；第三辑是其他文章，为时论篇。  

在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学研究方面，我编自己的文集，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编《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这本文集，一九六二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文化

大革命”以前多次印刷，“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还出过增订本，累计印数超过十万册。全书分为科学与社

会、科学与生产、科学家与群众、科学与哲学四辑。不过，那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以

前的事了，收在那里面的文章，如果还有一点意义的话，那就是现在的人们可以从中了解那时在曲折中前进

的历史的一个侧面。  

第二次是编《科学·哲学·社会》。这本文集，一九八七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三辑：“自然辩证

法和自然科学论”为一辑，“科学前进中的肯定和否定”为一辑，“中国共产党的科学政策史”为一辑。其

中小部分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文章，大部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文章。  

第三次就是编《自然辩证法在中国》。这是一本关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学研究在中国的历史发展情况和历史

经验教训的书，是《科学·哲学· 社会》之后我在自然辩证法方面文章的结集。一九九六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现在新编增订为三辑。  

第一辑的第一篇长文，可以说是本书的主要一篇，所以就以这篇的题目为全书的书名。它原来是为《自然辩

证法百科全书》而写的一个条目，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上连载过。搜集材料，梳理线索，花了不少功夫。

一九九六年又根据在刊物上发表后听到的意见，作了一些修改。  

第二篇长文，讲的是苏联过去在这方面的历史。由于苏联这方面历史在一段时间中对我们有过相当大的影

响，又由于这篇文章反映了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把它同我们自己这方面的历史联系起来读一

读，我想是有益处的。  

第三篇《自然辩证法在北京大学（大事记）》，则是从这所大学来看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它是北京大学科学

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同志编写的一份史料。承蒙他们的好意，同意把它收到这本书中。  



遗憾的是，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和在北大的历史只写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苏联的历史更是只

写到五十年代末，这次新编增订也没能继续写到现在。好在讲历史也可以只讲一段。新近这些年的历史，就

留给别的研究者了。  

第二辑为毛邓篇。包括原有的四篇文章，加上后来写的四篇文章，独立出来列为一辑。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的工作转到了专门研究毛泽东、邓小平以及党的理论和历史的岗位上。由于历

史的缘故，我仍保持着同自然辩证法研究的联系，并且还担任了两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现在还

担任着名誉理事长。这样，研究毛泽东、邓小平对科学和技术的论述，成了我特别关注的课题。这方面的一

些成果已经收在《科学·哲学·社会》中，自那以后还有一些更有系统的研究，包括毛泽东逝世十周年时的研

究、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的研究、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时的研究，都收集和增补在这个新编增订本中

了。  

第三辑为时论篇，则收集了围绕这些年来党的历次纲领性文件、围绕捍卫科学尊严和发扬科学精神、围绕科

学与人文的结合和交融这些主题所写的文章。其中保留了原来的文章十一篇，新增了十一篇。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通过之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系统地提出之后，关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决策确立前后，我都撰文联系科学技术工作分析了这些方针、理论和决策的意义。  

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两届理事长和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两届主任的任期内，我

所参与和推动的一项较有影响的工作，就是组织和坚持了持续多年的“捍卫科学尊严、反对愚昧迷信和伪科

学”系列座谈会。从酝酿开始，到多次会议上，到围绕这个系列座谈会而进行的许多活动中，我都发表了或

短或长的演说和文章。这些大都收集在这次的新编本中，成为这次增补的重要部分。  

还有一个主题就是呼吁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和交融。对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研究，本来

就是科学与人文结合和交融的研究领域。五四以来，欢迎德先生和赛先生，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欢迎德同

志和赛同志，两先生、两同志携手合作，本来就是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和交融的生动体现。但是，在提倡科学

精神、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视科教兴国战略的现在，不时听到的“反科学主义”的声音，我以为

是同促进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和交融不相谐和的一种声音。把提倡科学、崇尚科学，一般地贬斥为“科学主

义”，我以为是没有根据和没有益处的。反-科学主义（也许是要把“科学主义”作为一种错误思潮来反

对），同反科学-主义（即把反科学作为一种主义来提倡），很容易混同。如果不愿意引起这种混同，那就应

该慎用“反科学主义”；如果意在通过“反科学主义”来宣扬“反科学-主义”，我认为那就不能不予以质

疑。我注意到这个问题，最初是在一九八七年两科联盟的一次会议上和一九八九年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

时候。以后又多次讲过，特别是二○○○年在上海科技论坛的长篇演说《新世纪科技发展的人文思考》和二○○

四年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上的长篇文章《科学与人文：从分隔走向交融》（这篇东西曾经在纪念邓小

平批准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二十五周年的大会上和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报告会上讲过），比较充分地论

述过我的观点。我期望这个问题能引起我国科学哲学界、科学社会学界和科学文化学界的注意，引起我国思

想理论界的注意。  

这次新编增订，无论是旧版原有的文章，还是新编增补的文章，都有一些作了一点文字或标题的变动。为了

减少重复，作了一些删节。但还是难以把重复之处统统删削干净，这是要请读者谅解的。  



《科学·哲学·社会》有一篇长跋：“走过来的道路”。这是一篇自述性质的文章，叙述了我的学术生涯的一个

侧面和一个时期。这次补上“牛棚”一节，在《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新编增订本中再用一次。 

 


